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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，日前来澳门理工学院做“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”专题演讲。席间，本报记者就国家宏观调控和澳门经济转型等问题访问了田国强教授，以下为访谈内容：
　　记者：回归十年来，澳门经济有了飞跃的增长，人均GDP已经位于亚洲第二；但澳门的经济结构不尽合理，经济多元化提了好久，不知该从哪些方面破题？
　　田国强：我一直关注澳门经济发展，这些年中国内地的高增长直接影响带动了澳门经济。当然，澳门经济与环球经济变化也有密切关联。不过，现在内地包括海外人士对澳门还有些误解，认为澳门除了博彩，就没有其他东西可看可玩了。
　　其实，澳门有丰富的中西文化遗存，是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基础资源，澳门金融保险服务业也历史悠久。
　　特区政府经常在内地及海外举办“澳门周”推广活动，有利改变人们的偏见，提升澳门新形象。不过，还要强化其力度和深度，同时，政府着手澳门文化产业的开发建设，要拿出具体方案。譬如，纽约百老汇的演艺节目，目前进入内地有点困难，是否先引入澳门，不仅是短期的表演，而是相对固定的文化节目。
　　据我所知，拉斯韦加斯的博彩业与其他产业的比例是五比五，而澳门博彩业占八成，显然偏高。今后星马台开放博彩，是否会否对澳门带来冲击，很难估计。澳门要调整博彩业比重，唯一出路是大力推进多元文化产业。
　　记者：澳门要发展多元发展文化产业，遇到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缺位问题。但是，要从内地或海外引进专业人才，与特区政府限制输入外劳，以保障本地就业的施政方针存在一定的矛盾，如何化解这些问题，真正做到两全其美？
　　田国强：我认为，澳门引进人才，要分层次，错位发展。如果引入文化，教育，金融保险等专业人才，带动澳门经济多元发展，必将会给澳门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；同时，政府要强化教育培训，本地人质素提高了，也可增加就业创业机会。总之，引进高素质人才与保障本地基本就业之间并不矛盾。澳门的产业结构必须调整，应当压缩和转移劳动密集型行业，提升澳门产业档次，如工厂都搬出澳门，也就不需要输入这类外地劳工。可用这些指标引进更多高素质人才，不存在与本地人“抢饭碗”。
　　当前，澳门应当抓住澳大扩建横琴的难得机遇，发展教育和高科技产业。引进真正的海外顶尖专家，实职聘任海外杰出学术领军人物，以及优秀博士到澳大或理工学院任职。同时，与内地著名高校联合办学，扩大招生，培养高级人才，提升澳门学术地位。 
　　另外，目前大陆在海外有一百万留学人才，可以根据澳门多元化发展急需人才有选择的引入。关键是澳门要营造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软环境。听说有不少澳门学子留学海外，不愿回来工作，这就需要政府不断检讨和调整吸引人才策略。
　　以引入海归，推行教改着称的田国强教授，早年留学美国，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和德州A&M大学终身教授，2004年受聘任职上海财大。由其倡导的“经济学创新平台”引入38位海归优秀学者，被列入国家985重点项目。由田国强教授主持的财大高等研究院每年向国务院决策部门提交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》。
　　记者：从资料来看，世界经济正呈现缓慢复苏的态势，而中国宏观经济向好持续回升，今年GDP可望在10%以上高位运行，但是《蓝皮书》提出，高增长回升之中存有隐患，其依据是什么？
　　田国强：首先，宏观政策不稳定是一个较为迫切的现实隐忧。以2008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例，由年初强调“防过热，防通胀” 到年尾“保增长”，下半年经济大幅下滑，除了外部次贷危机冲击外，主要还在于政府对经济趋势的误判，使得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前瞻性、稳定性和连续性，从而人为地加剧了经济大幅波动的风险。这就好比中医切忌的大泻和大补，近期对房地产的调控有点象大泻的迹象。
　　记者：现在有一种说法，中国经济是被房地产“绑架”了。房地产涉及国民经济各个行业，拉动GDP贡献巨大；但如果发展过快，炒高楼价，影响民生，政府又要出来打压。如何才能理顺关系，走出这样的怪圈？
　　田国强：去年四万亿投放，扩张信贷，加之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，流动性泛滥必然会推高楼价。但我认为，中国房地产还谈不上泡沫，比美国房价要算涨得慢。你看，中国GDP每年增长10%，居民收入平均增长12%，同期上海的楼价并没有每年涨10%吧。因此，房价的涨幅尚算合理。另外，随着住房需求不断扩张，楼价也是有不断上涨的趋势。
　　关键是政府要从民生角度制定一个安居乐业的公共政策，保障“居者有其所（床）”，通过租赁等方式解决住房困难。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压制楼价，这样做只能给炒家提供了一次抄底的好机会。近几年，房地产调控的失策，已经证明必须标本共治，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。
　　记者：现在地方政府既要抓增长，又要保民生，千头万绪，压力确实很大。不少地方政府还是热衷抓土地财政。
　　田国强：首先是要转变政府官员的行政理念，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彻底改变“与民争利，与民争地”的政府形象，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。初略统计，建国六十年来发生过十次重大的经济波动，归结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政府宏观政策大起大落，其根源在于行政权力对经济的过度干预。
　　譬如，政府每年都会出台若干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，但是总给人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感觉。的确，房地产行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，房产资源分配低效率等急需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；近期又伴随着房价上升过快，或引起通胀预期的问题，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频繁的价格管理和政策手段，而是切实加强房地产市场长效制度建设。
　　为此，我们建议，应从促进土地城乡流转、开征房产物业税种、加强银行风险管理、构建住房保障体系等制度，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，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。据说，澳门特区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，引导市场均衡发展方面有不少成功经验，值得内地借鉴。
